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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 围绕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国内学

界对其思想渊源、内涵、意义以及路径等进行了积极探讨，但存在着对其面临的难题分析不足以及过于关

注物资层面路径等问题。 基于既往研究并结合相关理论，发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着双重深层次的

现实难题，即意识薄弱和紧密度欠缺的问题。 二者分别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认同困境、结构性矛盾相关。
一方面，身份认同差异、价值认同多元和文化认同困境造就了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薄弱；另一方面，地缘政

治结构的挤压、经济竞争结构的冲击和话语权结构的扭曲促使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不够紧密。 破解上述

难题，需要解决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建立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统筹机

制，多渠道深化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推进国际传播、提升国际话语权，发挥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

体中的软联通和润滑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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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展开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研究议

程涉及对周边命运共同体内涵的阐释，对其学理和政策意义、实践基础、推进现状、现实挑战及可行性

路径等。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认识到随着中国对外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周边战略利益也在不

断延展。 同时，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必须始终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进程相契合，其战略内涵必

须不断得到扩充、实施路径不断调整。
鉴于此，本文基于对既往研究的梳理并结合对相关理论的把握，力图厘清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过程中几个关键问题的认知：第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如何界定“周边命运共同体”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学理性关联？ 明确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对于正本清源、以整体视角捋顺、整
合进而顺利推进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

状及挑战。 以科学化、理论化的视角审慎客观地认知并评估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中的实践路径

及现实挑战，有助于未来精准施策、以更加集约和有效的方式促进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同广大周

边国家间的观念共识，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战略指引作用，成为塑造利我周边战略环境的软性支撑力

量。 第三，全面评估并重新认识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既往研究及其不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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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①此后，中国领导

人在外交场合频繁使用“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 无疑，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

的一面鲜明旗帜以及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抓手。 周边地区是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地区，命运

共同体倡议始于中国周边地区。 因此，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成为了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
学界对于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研究涵盖了对其核心概念———“命运共同体”的溯源与

内涵剖析，以及对构建意义、基础、挑战以及路径的探究，主要包含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溯源。 此类研究认为，无论是周边命运共同体，亦或是中国在

外交场合提出的其他命运共同体，它们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一脉相承，拥有相同的思想和

理论渊源。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渊源，学界认为有三点。 其一，是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 有学者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源于 “协和万邦”“和合共生”“义利合一”“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中华

优秀传统。② 另有学者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汲取了儒家大同思想中“天下为公”的价值观

念。③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 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社会共同体”
的次级范畴，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逻辑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
实践逻辑的统一。④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 “真正的共同体”在现实条件

下的替代方案，是“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转化的过渡阶段。⑤ 其三，是人类共同的价值

底蕴。 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公正、自由”的思想源于人类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和平、发
展”的理念来自于人类共同的社会价值观。⑥

第二，关于周边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界定。 关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学者们通常是从现实的维

度来阐释。 学界认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应当由周边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周边价

值共同体和周边文化共同体共同构成。 学界分别对上述周边子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进行剖析。 构建中

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共同体，需要遵循联动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以及共同发展的发展观。⑦ 关于

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内涵，有学者指出，中国周边主要是亚洲国家，因此，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内涵与亚洲

安全观的内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以及可持续安全。⑧ 关于周边利

益共同体的内涵，有学者认为，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缩影，利益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愿

意与周边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 它强调各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不得损害他国利益，以中

国与周边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因此，共同发展、利益共享、可持续发展是其基

本内涵。⑨ 关于周边文化共同体的内涵，有学者指出，天下为公的责任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和合作

共赢的义利观是其主要构成。�I0 还有学者从人类学的视角阐释了周边文化共同体的内涵，并认为人

的自由流动和发展要素分布的均等化是周边文化共同体的核心要义。�I1

第三，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意义的探讨。 根据学界的主流观点， 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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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周边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形而

上学思维，打破了“文明冲突论”与 “历史终结论”等论断，从理论上为通向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
最高理想、兑现 “为周边各国人民谋大同”的承诺提供了中国方案。① 还有学者表示，“周边命运共同

体”的构建对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出现、国际法对其正当性追

问的回应以及国际法的等级化体系化发展趋势。②
在经济领域，学者认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将有助于实现地区国家的协同发展，实现群体性崛

起。③ 有学者补充道，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国与周边国家反恐协作、禁毒合作、环境治理以及

应对经济危机的现实需要。④ 还有学者认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

的坚实基础与保障。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周边的生动体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可以很好地

在中国周边凝聚共识、践行中国正确的“义利观”。⑤ 还有学者从更为微观的视角剖析了构建周边命

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表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将有利于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实现中国的

“能源革命”。⑥ 另有学者表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与“新疆域”的治理需求高度契合，有利于解

决极地、深海、网络、外空等新疆域治理中的主要矛盾。⑦
第四，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基础的探索。 学界从多方的视角出发，对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的现有基础作出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关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有基础，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有学

者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快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建设步伐，经济和外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国际地

位与日俱增。 日益强大的中国为地区和平、国家间关系的和谐及人民的幸福安宁将提供强大的保障，
增强了周边国家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向心力。 同时，中国与周边多数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较为全

面的发展。⑧ 从地区的视角来看，有学者表示，亚洲国家之间较高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以及亚洲各国

推动命运共同体构建较高政治意愿都夯实了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基础。⑨ 另有学者补充道，亚洲

国家的群体性以及亚洲国家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不断加深的区域认同感都成为了打造中国周边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基石。�I0
第五，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挑战的研究。 根据学界的观点，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

挑战来源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正如有学者概括地指出，地区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
机制竞争、观念竞争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挑战。�I1

在政治领域，学界几乎都认为美国是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最大的威胁。 有学者一针见血地

指出，由于中美关系的竞争性特点，美国不希望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会想方设法破坏命

运共同体的打造。�I2 美国的战略手段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制造中国周边分裂；二是与中国“脱
钩”；三是污名化中国。�I3 在疫情之下，美国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还在进一步加强。 除了

美国因素之外，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对冲同样威胁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有学者认为，构建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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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共同体面临着中国“一厢情愿”和“动力转化”的困境。 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但在实操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地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而有些国家则采取“选择性”参与。 周边大部

分国家并没有把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化到自身的思想与意识当中。① 还有学者表示，周边各国

战略利益的差异同样制约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针对发展战略，各阶层的

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②

在安全领域，学者们认为中国周边悬而未决的传统安全问题和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都威

胁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传统安全问题方面，有学者指出，受国家利益的驱使，日本、印度、澳
大利亚等国频繁在中国周边滋事，严重影响到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③ 另有学者指出，中国周

边长期存有的领土争端和海权争议同样对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带来不良影响。④ 在经济领域，构
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挑战主要来源于周边地区“硬件”和“软件”设施的欠佳。 在“硬件”设施方面，
有学者认为，周边国家滞后的基础设施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打造最大的制约因素。⑤ 在“软件”设施方

面，有学者指出，周边地区“制度过剩”问题制约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针对周边地区的众多区

域公共问题，周边各方提出了大量区域合作方案，包括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东亚峰会、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等，这极大地提升了外交成

本，令各国应接不暇，难以找到重点。⑥ 此外，还有学者补充道，周边地区金融合作机制的欠完善也在

一定程度上威胁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⑦

在文化领域，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存异困境”。 有学者认为，构建周边

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目标是寻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化，共同化以共同性为前提。 如何在求同和存

异之间寻求平衡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在理论层面上也没有清晰的界定。⑧ 有学者

进一步指出，中国与周边国家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周边很多国家存在的强烈排他性民族主义都不利

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⑨ 另有学者指出，媒体舆论的误读对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有着相

当的负面影响。 而这种误读与共同体理念的抽象化、单向化传播有关。�I0

第六，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路径的探索。 基于学界的观点，想要成功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周边国家需要在政治、安全、文化等多方面做出努力。 当前，学者们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路

径的探索大多都处于宏观层面上。 有学者指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需要打牢利益共同体、责任

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这三大支柱。�I1 另有学者更为具体地指出，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一体化建

设、发展海上伙伴关系、加强防务合作是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关键。�I2 另有学者提出，“新亚洲安全

观”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保障。 中国需要承担大国责任，为周边地区安全提供公共产品。�I3

同时还需要塑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情感纽带，搭建与地区国家长效的文明互鉴机制。�I4 还有学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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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冲、郑坤芳：《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第 １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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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冲、郑坤芳：《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第 １３４—１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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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主编：《“一带一路”打造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４５—１４８ 页。
王亚宁：《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许利平等：《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路径》，第 １５５—１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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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民：《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营造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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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洋：《亚洲安全观视域下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东北亚论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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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边疆治理在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地位。①

此外，也有学者从更为微观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利益—责任—规范”三位一体的周边命运共

同体理论框架。 该理论框架认为，“利益”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立前的保障，“责任”和“规范”是周边

命运共同体建立后维持其更好地运作和发展的保障。 周边国家作为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接受者，在享

受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利益”时， 应承担作为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同时还要遵

守命运共同体成员应共同遵守的“规范”。 “利益—责任—规范”三者互为条件，任何国家都不能只索

取“利益”而不承担“责任”、不遵守“规范”。②

总体来看，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溯，我们对于学界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及其相关概念

的研究现状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 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对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内
涵、困境、意义以及路径等方面都做了积极的探讨。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都只停留在一般性的

政治说教层面，缺乏理论的支撑。 这便使得他们研究过于庞杂，匮乏系统性和学理性。 从研究方法来

看，学者们注重运用概念分析法、文本解读法、比较研究法等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 倘若可以加入数

据分析法、访谈法等定量研究法，将使得研究成果更具精确性和说服性。 从研究视角看，既往研究由

于忽略了周边命运共同体持续动态演化的特征，往往倾向于以静态视角对其进行剖析和价值评估，因
而无法对周边命运共同体之于中国对外战略整体框架中的定位予以准确把握，未能清晰地认知其推

进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未来可能遇到的潜在挑战，亦无法提出有效的推进路径以应对日益复

杂的周边战略环境变化。

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挑战：认同困境与结构性矛盾

需要认识到，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存在着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薄弱问题。 而周边命运

共同体意识薄弱的问题往往与认同相关。 所谓认同，“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
心理上趋同的过程。 在个体层面，认同是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身份的理性确认，是个体社会行为的持久

动力；在社会层面，认同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与分享”。③

与命运共同意识相关，认同涉及身份认同、价值认同与文化认同三个层面。
（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困境

第一，身份认同差异。 身份认同主要包括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认同两种，是国家自我定位与他者

认知互动的客观反映与主观建构的过程，④对于周边国家来说，身份认同差异在于它们对“周边”理解

不同。
首先，每一个周边国家都有自己的“周边”概念。 从概念基本涵义出发，任何国家的“周边”概念

都是建立在以“我”为核心的角度，形成不同范围的“周边”。⑤ 这些差异性的“周边”基于每个周边国

家的自我定位。
其次，中国提出的“周边”，往往被理解成秩序的涵义，被西方解释为中国试图恢复往日的朝贡体

系，建立中国所谓的霸权秩序。
其实，朝贡体系往往被一些西方学术界解释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礼治秩序。 虽然中国历史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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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的朝贡体系，但更多是“薄来厚往”。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是建立在友好合作的基础

上，没有任何“胁迫”意涵。 实际上，“朝贡概念不仅是中国帝王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厢情愿，同时也是

东亚整个国际社会所认同的，形成了普遍认识的共同观念，或者说形成一种国际惯例”。① 这种惯例

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与当今国际秩序没有必然联系。
再次，中国提出的“周边”，为邻国的涵义，没有任何中心论的意涵或者恢复所谓朝贡体系的目

的。 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合作，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

策，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高度重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让周边国家得益于

中国发展，同时使中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②

第二，价值认同多元造成的差异。 价值认同，是人们对某类价值观念的认可，并形成产生相应行

为的过程。 价值认同是情感认同的基本内容，而情感认同又是实现价值认同的关键，二者常常合二为

一，没有情感认同，就没有真正的价值认同。 换言之，价值认同始于情感认同，情感认同是价值认同的

重要基础和来源。 这就需要双方加强沟通、交流，培养双方民众的感情，增强彼此的好感度。
价值观认同是一个由外到内、由认知经由情感再到意志、由观念到行为的连续推进过程。 从心理

发展过程来看，价值观认同不仅要对认同什么样的价值观、为什么要认同、究竟如何认同等问题有基

本的理性认知，更需要价值主体在价值活动中拥有丰富的个体和群体情感体验。 中国与周边国家政

治制度存在一定差异，各国对待区域共同价值认同存在温差。 在“四小龙”起飞阶段，区域内国家推

动亚洲价值观的认同。 对于什么是亚洲价值观，周边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
第三，文化认同困境。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 这种共识与认可

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想准则与价值取向。 由于人类存在于不同的文

化体系中，因而文化认同也因文化的不同而各异，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也因此而

表现为对其文化的归属意识。 文化认同的涵盖随着人的文化群体的形成，整合及人类文化的交融而

扩大。 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类文化发展相伴随的动态概念，是人类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主位因素。③

周边国家文化千差万别。 在这一区域，既有儒家文化、印度教文化，也有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
基督教文化。 这些文化既有差异，同时又具有共性。 在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中华文化、阿拉伯—伊斯

兰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四大文化体系，同时又存在着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 这些文化相互交

流、相互借鉴，甚至相互碰撞，有时面临文化认同困境。 在东北亚地区，各国大体存在相对单一的文化

体系，对他者文化的认同存在不同程度的温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文化本我主义”倾向。 以印度次

大陆为中心的南亚地区，素有“人种博物馆”和“语言博物馆”之称，这里不仅孕育着上古的印度文明、
吠陀文明，还诞生了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和锡克教，它们之间相互交融与碰撞。

（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时强调，“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④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时指

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⑤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同中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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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交 ３０ 周年视频峰会时强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①无论是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还是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三者都属于周边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构建更加紧密的周边命运共同体，这表明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

程中存在着紧密度欠缺的问题。 而周边命运共同体紧密度欠缺的问题体现在中国与周边的一些结构

性问题，主要包含地缘政治结构、经济竞争结构和话语体系结构问题三个方面。
第一，地缘政治结构问题。 所谓地缘政治结构是指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以地理相邻而产生种种

结构性问题。 根据地理概念，中国陆上相邻国家为 １４ 个，海上相邻国家为 ８ 个，共计 ２２ 个国家。 这

是狭义的周边国家的概念。 从广义来讲，美国属于中国的大周边。
从狭义的周边来讲，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存在历史问题和边界领土争端、岛礁争端以及海洋权益

争端等。 这些问题或争端都是历史形成的，大都与西方殖民因素相关。 虽然中国与这些周边国家建

立了处理争端的双边机制，但由于这些争端涉及各国民族自尊和主权申索，因此，短时间难以解决。
有时，受某些突发事件的影响，这些争端有可能持续发酵，甚至可能干扰双边合作的友好大局。

从广义的周边来讲，美国是最大的干扰源，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自美国

特朗普总统推行所谓印太战略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伊始，中美之间的博弈不断加剧。 拜登政府上台

以后，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负面政策，明确将中国定位为“主要竞争对手”，强调“基于规则

的国际秩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通过密切伙伴关系、巩固军事联盟等手段努力建立一个以价

值观为基础的广泛联盟，在安全、科技、人权、经济等方面重点围堵中国，遏制中国。 拜登政府的对华

态势和行为更加凸显竞争和对抗。②

自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以来，美国高官不断访问中国周边国家。 在东北亚方向，７ 月 １８ 日至 ２５ 日，美国

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问了日本、韩国和蒙古国。 她以“安全议题”为切入点，试图加强美国与东北亚

盟友和伙伴的合作。 在南亚方向，３ 月 １９ 日至 ２１ 日，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印度，美方承诺与印度建

立“全面和前瞻性的国防伙伴关系”；７ 月 ２７ 日至 ２８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访问了印度，双方以“共
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深化安全伙伴关系。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美国国务卿首访印尼和马来西亚，不断

渲染南海议题，离间中国与印尼和马来西亚关系。 美国高官密集高调访问东北亚和南亚，是尝试在中

国周边这两个方向“树篱筑坝”进行围堵布局。 此外，２０２１ 年 ９ 月，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之

后，举行了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第一次面对面首脑峰会，拉
拢中国周边大国，强化其“印太战略”，意图进一步夯实围堵中国的地缘政治基础。 同时，美国、英国

和澳大利亚成立奥库斯联盟，建立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澳大利亚与美国签署购买

８ 艘核潜艇协议，剑指台海和南海。 需要认识到，美国这种对中国周边的围堵，不一定奏效，但会对构

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产生一定的破坏性作用。
第二，经济竞争结构问题。 在全球和地区价值链与产业链调整、重塑之际，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

临周边国家产业发展的竞争和挑战。 一方面，来自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传统产业强国的竞争压力。
另一方面，印度、越南等区内新兴经济体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日本、韩国工业体系高度多元化，具备

从基本商品（如钢铁和纸张）到尖端技术的完整产业链，主导着汽车、电子产品、造船、机器人、半导体

制造、光纤、光电子、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研发和生产。 在汽车、造船及电子三

大领域，日韩与中国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１． 中国与日韩汽车、造船及电子产业的竞争

２０２０ 年，日本汽车工业总产量 ８０７ 万辆，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位居全球第三位；其中出口 ３７４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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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北美、欧洲和亚洲为其前三大主要出口地区。① 丰田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日产、本
田、铃木和马自达也为世界头部汽车制造商。 同期，韩国汽车总产量超过 ３５０ 万辆，位居全球第五位。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韩国政府宣布将绿色新政（Ｇｒｅｅｎ Ｎｅｗ Ｄｅａｌ）作为韩国新政的三大支柱之一，未来五年总

投资 ７３． ４ 万亿韩元，重点促进汽车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使韩国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结构中具有竞争力

的领导者。② ２０２０ 年，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本土以外生产了约 １ ５３８ 万辆汽车，其中约 ９１７ 万辆集中在

亚洲地区，东南亚的印尼、泰国是其核心市场。③ 而东南亚也是中国汽车产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
日韩与中国同为全球前五大汽车制造国，市场竞争与产业内竞争趋势明显。

造船业是中日韩竞争的又一产业领域。 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信息表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韩国

造船商占当月全球新船订单的 ５９％ ，中国造船商占 ３６％ ，韩国超过中国重新夺回首位。④ 但 ２０２１ 年

上半年，中国造船企业仍以 １ ３４８ 万修正总吨（ＣＧＴ）或 ４７４ 艘船的新订单位列第一，占市场份额的

４５％ ；韩国造船商以 ４２． ６％的市场份额或 １ ２７６ 万修正总吨（ＣＧＴ）紧随其后。⑤ 根据日本船舶出口

商协会提供的数据，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日本造船公司新增总计 ８９０ 万总吨 （ＧＴ） 的新船出口订单，同比

增长 ６％ 。⑥ 相较于中韩，日本造船商具有比较成本劣势，但其雄厚的全产业优势以及钢铁产业基础

仍维持着其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电子芯片产业是中日韩三国竞争的又一大领域。 韩国三星、ＬＧ 和海力士（ＳＫ Ｈｙｎｉｘ）等公司引领

了全球电子产品的发展，包括半导体、电视、智能手机、显示器和计算机等电子设备与中国产品形成直

接竞争。 ２０２０ 年，韩国芯片制造能力位居全球第一，其中内存芯片（Ｍｅｍｏｒｙ Ｃｈｉｐｓ）占全球市场份额

的 ３５． ２％ ，逻辑芯片（Ｌｏｇｉｃ Ｃｈｉｐｓ）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８． ２５％ ；同期，日本内存芯片占据全球市场份额

的 ２１． ７％ ，逻辑芯片占 ８． ６％ ；中国内存芯片全球市场份额不及日韩两国，仅为 １９． ２％ ，但是，逻辑芯

片却高于日韩达到 １９． ５％ 。⑦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韩国 ＩＣＴ 出口连续 １４ 个月增长，７ 月增长 ３０． ２％ 至 １９５
亿美元，其中芯片出口增长 ３８． ８％ 至 １１１ 亿美元，连续三个月超过 １００ 亿美元大关；存储芯片增长

４３． ８％ 至 ７１ 亿美元，系统芯片增长 ３５． ８％ 至 ３３ 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月度出口额。⑧ 而美国在全

球范围内对华为及其 ５Ｇ 通信技术的打压、限制，为包括三星在内的韩国公司以及日本公司赢得更大

的全球电信和消费电子设备市场份额。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三星与美国电信公司 Ｖｅｒｉｚｏｎ 达成一项价值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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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亿美元的五年期交易，为其提供 ５Ｇ 无线解决方案。①

日本政府通过实施“社会 ５． ０”战略，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推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融合，确
保日本在机器人和工厂自动化系统的生产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韩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斥资

约 ４ ５００ 亿美元建设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基地，加入中国和美国的全球竞争，争夺主导关键技术。 根据

发展规划，三星将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将其支出增加 ３０％至 １ ５１０ 亿美元，海力士（ＳＫ Ｈｙｎｉｘ）除了 １ ０６０ 亿

美元的龙仁四家新工厂计划外，还承诺投资 ９７０ 亿美元用于现有设施的扩张。 韩国政府寻求在首尔

以南数十公里处建立一条“Ｋ －半导体带”，将芯片设计者、制造商和供应商整合聚集发展；同时加大

力度吸引海外投资，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ＡＳＭ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ＮＶ 计划斥资 ２ ４００ 亿韩元在华城建立一

个培训中心，而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 Ｌａ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ｒｐ 计划将其在韩国的产能翻一番；２０２２—
２０３１ 年，韩国计划培养 ３． ６ 万名芯片专家，并开始讨论为协助半导体行业量身定制立法。②

此外，中日韩三国在海外建筑承包、海外并购、旅游业、生物技术、医疗保健、娱乐产业、现代服务

贸易产业等领域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２． 中印 ＩＴ 产业的竞争

除了需要面对“老牌劲旅”日韩的产业发展压力，中国还面临本地区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市

场的挑战。 ２０２０ 年印度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其经济结构与产业发展阶段、水平与中国存在同质性

或相似性，因此，常被视为中国的“天然对手”。 从产业优势看，印度 ＩＴ 产业与中国存在明显竞争。
目前，印度是全球第一大软件外包目的国，也是全球领先的采购目的地，约占全球服务采购业务 ５５％
的市场份额，中国紧随其后位列第二。 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 （Ｎａｓｓｃｏｍ）数据表明， ２０２１ 财

年上半年，印度 ＩＴ 和商业服务行业营收约 ６９． ６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６． ４％ ；２０２１ 财年 ＩＴ 行业出口收入

预计达 １ ５００ 亿美元，其中软件服务出口预计增长 ４％达 １ ３３７ 亿美元；截至 ２０２１ 财年，ＩＴ － ＢＰＭ（信
息技术—业务流程管理）员工总数超过 ４５０ 万；垂直领域拥有 ６０． ８ 万名云专家，排名全球第三；ＩＴ 核

心竞争力和产业优势吸引了全球投资，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印度计算机软件和硬件行业累计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７４１． ２ 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外资流入领域；２０２５ 年，印度 ＩＴ 和商业服务市场收入将

达到 １９９． ３ 亿美元。③

全球制造组织现在面临三个层次的依赖，即中国的实物商品、印度的传统 ＩＴ 服务和美国的云计

算巨头的核心数字基础设施。 印度 ＴＣＳ、Ｉｎｆｏｓｙｓ、Ｗｉｐｒｏ、ＨＣＬ、Ｃｏｇｎｉｚａｎｔ 等本土 ＩＴ 巨头通过云迁移、业
务分析、流程自动化、人工智能 （ＡＩ）、机器学习、物联网和其他形式的“数字化转型”嵌入全球产业链

和价值链。 埃森哲、ＩＢＭ、德勤、ＤＸＣ 和其他在印度开展大量实际工作的西方公司直接或间接采购其

服务。 美国私营部门行业以不同的方式依赖印度 ＩＴ 服务。 印度在 ＩＴ 领域没有遵循亚洲模式，即主

要在研究和创新的高端以及价值链上游竞争。 中美技术领域的“脱钩”，为印度创造了契机。 莫迪政

府计划将制造业与其先进的数字能力相结合，以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创新，并优先发展制药和生物

技术。
印度热衷于通过巩固其当前的制造实力并为未来的增长市场定位，吸引迁出中国的制造商。 通

过全球市场出口扭转其长期以来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推动包括化学品、制药、塑料、纺织品、服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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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在内的制造业发展。 印度未来产业清单包括手机、半导体、医疗设备和用品、汽车零部件、电池、
电信设备、食品、白色家电、纺织品、国防生产、电子产品、太阳能电池板，以及最近的玩具产业，与中国

制造业形成直接竞争。
３． 中越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越南被认为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不断完

善的营商环境、庞大的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网络，促使其成为中国之外寻求降低成本和供应链多元化

的理想投资地点。 由于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南的供应链不断发展并形成

与中国直接竞争的态势，最典型的是纺织及成衣产业。 近年来，越南外国投资从主要的裁剪—制作—
修剪 （ＣＭＴ） 模式转向上游行业，如面料生产和染色。 越南统计总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越南服装纺织

业出口创汇 ３９０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８． ３％ ，出口额占 ＧＤＰ 总额的 １６％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越南纺织业年

增长率达 １７％ 。① ２０２０ 年，越南超过孟加拉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服装和纺织品出口第二大国。
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越南纺织业形成了上中下游完整的产业链，即上游纤维生产、中游织物生产和

染色以及下游服装制造，并发展出成熟的裁剪—车缝—辅料（ｃｕｔ － ｍａｋｅ － ｔｒｉｍ）全过程加工模式。
目前，越南已同 ５６ 个国家、地区和经济体签署了 １５ 个自由贸易协定，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ＲＣＥＰ）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开始生效，越南 １５ 个自由贸易协定均已正式生效并实施。 越南依托东

盟框架建立了面向亚太地区的 ＦＴＡ 网络，并逐步拓展至全球 ＦＴＡ 网络，尤其是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 日生效

的越南与欧盟自贸协定（ＥＶＦＴＡ）、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正式生效的越南与英国自贸协定（ＵＫＶＦＴＡ）为外

资企业开拓欧洲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越南纺织服装协会（ＶＩＴＡＳ）敦促纺织和服装

行业的企业为 ＥＶＦＴＡ 做好准备并进军欧洲市场。 ＥＶＦＴＡ 生效后，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到欧盟的关

税将减少 ４２． ５％ 。② 优惠的关税税率、多重自贸协定利好成为越南与中国在纺织、成衣、制鞋等劳动

密集型以及资源密集型产业竞争的显性优势。
第三，话语体系结构问题。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

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主席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③虽然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但“有
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依然在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周边国家中，虽
然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但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却一直以

来因西方媒体的“标签化”和“污名化”而常常陷于负面的刻板印象。 近段时间以来，不论是在近些年

发生的中美贸易战、香港修例风波，还是突如其来的新疆议题上，中国形象在周边国家的输出效果显

然并不令人满意。 这与西方国家长期掌握着国际话语权，已然形成的话语霸权不无相关。
１． 话语霸权与西方价值观

国际话语权是国际行为体通过交往所呈现的自身观点、立场、思想乃至情感、态度等话语行为所

具备的影响力，与自身利益以及承担的责任、义务相关，也关联到自身在“共同体”内部与他者之间的

权力关系，并受语境、传播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国际话语权即是行为体软实力的重要组成，亦与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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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分配状况高度一致，并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伦理等因素的制约。① 而国际话语霸权

则意味着依仗话语的优势地位，垄断国际议题的设置权和议程的主导权，垄断国际事务是非优劣的评

判权，垄断国际格局的塑造权、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国际争议的裁量权。②
二战结束之后，美英等西方国家利用殖民地政府影响力或者战后占领积极建立西方文化传播网

络。 中国周边国家几乎都以西方话语与价值观填充教育与传媒领域。 以日本为例。 １９４５ 年日本战

败，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对日本占领了 ７ 年两个月。 在此期间，美国主要是通过一种软实力对日本进行

改造，对日本的所有媒体都进行管制。 借助殖民或战争优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占据着国

际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已然形成话语霸权。 这些话语霸权体现在议题设置、传播辐射、理念引领等方

面，向世界各国输出一系列“西方中心主义”的规则和理念，并利用这些优势地位对“异己者”予以排

斥和攻击。
概言之，西方话语霸权在中国周边国家形成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从而

阻断了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对中国价值、中国叙事与中国精神的理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日本政经

界萌芽的“中国威胁论”即被西方媒体传播造势。 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轮番在中国周边国家中

传播。 而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推进，西方媒体更将

中国塑造为“债权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主体。 在 ２０２０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西方媒体将

中国的疫情防控手段塑造为违反人权的范式，并积极推动病毒溯源。 在 ２０２１ 年的新疆问题上，西方

媒体还通过对特定事件的歪曲报道进一步丑化中国的国家形象，比如编造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维吾尔

穆斯林的谎言，给新疆棉花贴上“强迫劳动”的标签。 从本质上而言，西方国家媒体对中国污名化的

主要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发展，以保持他们在世界各国的优势地位。③
２． 西方国家对周边国家的媒介平台控制

话语霸权的前提是对广泛的媒介平台的控制。 西方国家早已在这些周边国家布局了强大的新闻

传播体系。 对于大多数周边国家而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ＣＮＮ）、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路透社都

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是接收国际新闻的主要媒介。 这些媒体不仅通过设立代表处、记者站等形式建立

联系，还建立本土化的新闻网络。 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ＣＮＮ）在印尼的本土化为例，２０１４ 年，ＣＮＮ
在印尼专门建立了 ＣＮＮ 印尼频道，以印尼语为播报语言，拥有逾 ７００ 名记者、编辑和制片人，④除在

首都雅加达设立主运营基地以外，还在 ６ 个城市设立了远程分社，影响力可见一斑。⑤
这些传媒“基础设施”成为了西方软实力传播的基础，即使是负责外宣的中国媒体，也不得不依

赖这些西方传媒获取信息源头。 以路透社为例，在新疆问题上，路透社已经完全成为了西方反华势力

的传声筒。 但中国媒体离不开路透社，依赖路透社购买稿子和信息。 在当前环境下，中国的媒体还没

有资金和能力在国外去铺设足够的记者站。 除传统的电视台、新闻网以外，互联网社交媒体成为西方

国家传播其价值观的重要领地。 脸书、推特、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等社交媒体成为中国之外的普通民众，尤其是

年轻一代接收信息的主要媒介。⑥ 以脸书在东南亚国家的用户数为例，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新加坡、马
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脸书用户均超过了总人口的 ８０％ ，越南、柬埔寨的脸书用户则超过了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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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７０％ ，印尼的脸书用户率也达到了 ７６． ８％ ，而文莱甚至基本达到了全民使用脸书的程度。① 这些

社交媒体通过对用户言论的管控排除异己，进一步维护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

三、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人文交流路径探索：目标与路径

从政策层面看，既往学界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实践性建议还存在过分关注物质层面行

动，对以人文交流为核心的非物质性实践路径关注不足。 既往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均对人文交流在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大都停留在表面上，深度有待于挖掘。 对于中国而

言，大力推进同周边国家间的人文交流，既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也是塑造长期总体利

我周边战略环境的有效手段。② 如何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更好推进人文交流，换言之何种人文

交流能够更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这需要解决人文交流在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目标定位和路

径选择问题。
（一）目标定位

根据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及要求，设立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目标。 这个目标既是

宏观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应具有可操作性的阶段性目标。 战略目标的设定需要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
而阶段性目标的设定则需要解决阶段性任务。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标必须服务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契合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特点，与中国和周边国家合作发展的历史脉络一致，具
有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首先，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低目标。 没有和平稳定，其他一切的

合作发展都是空谈。 其次，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与繁荣格局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次级目标。
共同发展与繁荣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诉求，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的根基。 再次，中国与

周边国家陆地、海上相连，双方命运唇齿相依，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则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构

建的较高目标。 最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历史悠久，文化相似、理念相通，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

命运共同体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高目标。③

基于上述宏观目标，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宏观目标定位于开创新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人

文交流新局面，深化与稳定周边国家关系，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夯实根基，促进中国与周边

国家的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与互利共赢。
同时，前文所述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的两大现实挑战，即认知困境和结构矛盾，与周边命运

共同体构建中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薄弱和紧密度欠缺密切相关。 破解上述两大现实挑战，是中国与周

边国家人文交流的阶段性目标。
鉴于此，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阶段性目标定位为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密切命运共同体建

设夯实民意与社会基础。 具体来说，基于人文交流自身发展规律，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

需要树立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需要夯实中国在周边的社会基础；需要建立中国在周边的

话语体系。
（二）路径选择

推动人文交流拥有多条路径，每一条路径都有其功能和特点。 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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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人文交流的路径进行精准定位，使得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更加有序、有力，充分发挥人

文交流的凝聚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首先，建立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统筹机制。 周边国家人文交流覆盖面广，牵涉职能部门较多，需要

成立跨部门协调小组，统筹人文交流各个领域工作。 在机制、领域、项目等方面，建立和发挥统筹作

用，引导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路径向有序、有力方向发展。
一是发挥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引领作用。 迄今为止，中国与俄罗斯、印尼、印度和日本等周边

国家建立了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这些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为副总理级，分别为双方的副总理级的

外事部门负责人或文化教育负责人牵头，对相关人文交流领域进行协调、统筹，一般轮流在双方召开

年度机制会议。 在这一机制框架下，需要建立更多的人文交流品牌项目，为其他人文交流项目做好示

范，充分发挥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引领作用。①

二是需要做到“重点突出”。 周边国家国情千差万别，可调动资源相对有限，需要加强重点领域

突破，视情对一些国家重点推进教育交流、青年交流和科技交流，对于一些国家重点推进媒体和旅游

交流，深化民心相通工作。 比如针对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要共同面对极端主义威胁，应重点推进

青年交流；针对印尼、马来西亚等中等发展中国家，应重点推进教育交流和科技交流，深化利益融合

点；针对印度、缅甸等国家，应重点推进媒体和旅游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三是需要做到“相互配合”。 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涉及的诸多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比如，推

进周边国家的教育交流，需要科技和青年交流的配合与协调；推进旅游交流则需要文化交流注入实质

内涵，媒体交流搭建传播平台。 比如通过“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多边场合，将
科技交流与教育交流、文化交流和旅游交流等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中国周边国家人文交流。

四是需要做到“有序推进”。 周边国家人文交流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润物细无声；需要做

好顶层设计，制定服务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计划的人文外交中长期规划。 做到“有序推进”，需要深刻

了解周边国家人文交流面临的复杂环境，厘清先后次序，重点领域，然后做好 ５—１０ 年的中长期规划。
总之，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统筹机制需要协调各个机制的长板与短板；针对不同目标，重点推进

相关领域交流与合作；以项目为抓手，循序渐进，完成各个领域阶段性目标。
其次，多渠道深化周边国家人文交流。 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涵盖媒体、青年、文化、教育、科技、

体育、卫生等领域。 各个领域具有不同特点和优势。 需要充分发挥各个领域的独特优势，有针对性地开

展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提升人文交流在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辐射力、塑造力、引导力与向心力。
一是提升媒体交流的辐射力。 媒体是传播信息、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平台，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

他国人民生活状况的重要窗口，也是周边国家人民对中国认知的重要来源之一。 中国与周边国家媒

体的交流是减少双方认知上差异的重要渠道，也是推动人文交流的重要抓手，其中提升国际传播能

力，扩大我在周边国家的话语权是重要内容之一。
二是激发青年交流的积极性。 青年是各国人民的未来，也是人文交流的主体之一。 由于青年人

思想活跃、精力充沛，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年交流，能够更加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关系增添不少活力。 青年夏令营、青年大联欢、青年创业论坛等都是青年交流的有效形式。 目前中国

与周边国家的青年交流的潜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今后应多扩大青年交流的规模，与此同时还要在交

流的内容上多下功夫，开展更多点对点的有针对性的交流。②

三是发挥文化交流的感召力。 文化交流是人文交流的核心，也是人文交流的动力与源泉。 一般

来说，文化交流产生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质文化之间，相互之间产生碰撞或吸收。 而异质文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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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往往会产生势差，各个文化主体之间必须拥有强大的文化自主权，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能

产生文化交流。① 可以通过文物修复合作、博物馆合作等形式，让传统文化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更多

地走入普通老百姓的视野之中，增强周边国家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信，从而增添命运共同体意

识的文化内涵。
四是促进教育交流的塑造力。 教育是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是培育人文修养、 传承人文精神和

人民力量的重要途径。 从教育的层次来说，教育交流包含高等教育交流、中等教育交流、初级教育交

流和学前教育交流。 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教育交流还侧重在高等教育的交流，而其他层次的教育

交流在逐步增加和完善。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高等教育，在语言教学、互派留学生、合作办学、校长交流

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另外在中等职业教育交流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正在开展各种形式的交

流，比如中方接受对方派遣的学生培训，或中方派遣教师去对方学校授课等。②

五是推动科技交流的吸引力。 科技交流与合作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与

周边沟通的重要渠道，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利用政府及民间渠道，加强国际间的科技交

流与合作，是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的重要路径。 经过 ４０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引进、消化、
吸收周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并创造出适应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 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在

航天技术、生物技术、医药技术等方面开展了交流与合作，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六是加强体育交流的向心力。 体育可分为大众体育、专业体育、学校体育等类，包括体育文化、体

育教育、体育活动、体育竞赛、 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科学技术等诸多要素。 国家间体育交流往往

对国际关系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１９９０ 年北京亚运会的举办，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

关系的新局面。 比如在亚运会举办前夕，中国与印尼的复交，推动了中国与文莱、新加坡的外交关系

的建立，打开了中国通向东南亚的新通道。
七是深化卫生交流的凝聚力。 卫生交流是推动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抓手。 深化卫生交流能

够在危机时刻，更加凝聚周边国家人心，增强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 这次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彰
显了卫生交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凸显了深化卫生交流的紧迫性。 卫生交流涵盖面较广，包括合作机

制建设、大型传染疾病防控、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卫生应急与紧急医疗援助、传统医药、卫生体制与

政策、卫生发展援助、卫生健康产业发展等领域。 这些领域相互关联，推进过程中，更多以项目合作形

式，注重项目的可持续性。③

此外，环境交流、地方交流、智库交流等人文交流路径对于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了解与认

知，促进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展望与政策建议

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强大传播能力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关键挑战。 习近平

主席提出国际传播的方向，要讲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讲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更要讲“七大观念”，即中国的发展观、中国的文明观、中国的安全观、中国的人权观、中国的生态观、
中国的国际治理观、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针对当前周边国家的舆论环境，中国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

手，借助人文交流的路径，有针对性地推进国际传播，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并塑造中国良好的对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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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国的对外声誉和国际影响力，为加快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观念基础和认同价值

资源。
第一，在开展国际传播时，必须牢记中外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同时缩小中外话语体系之间的差

异。 一方面，应该坚持四个自信，主动积极地讲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另一方面，应该使用

容易被外界接受的话语，使中国发出的声音被更多的人接受。 在周边国家经营中国的国际形象应特

别注重本地的传统文化以及与中国的历史往来，将“民心互通”、民间交往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主要

方式。 在这些国家中的中资企业，应主动在当地话语体系中寻找认识与理解中国的符号与故事，从而

发挥舆论前线的作用。①

第二，发挥中国自己的媒介平台优势。 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有着广泛的海外联系，具有

“传声筒”的作用。 在当前西方“有色眼镜”的支配下，周边国家的普通民众对中国故事的真实性表示

怀疑，甚至根本不相信。 由此，有必要寻找一个能被外界接受的“传声筒”。 因此，中央政府有必要与

特区政府合作，设立一个面向全球的媒体中心。 此外，东南亚地区广泛存在的华人华侨是中国独一无

二的媒介传播优势。 一些周边国家存在本地的华人报纸，是中国在国际舆论战中的天然盟友，是中国

故事本地化的重要媒介。
第三，注意中国传播方案的本地化。 在推进国际传播时，一方面，需要充分挖掘中国价值与中国

方案的普适性；另一方面，应注重中国方案的本地化、本土化。 例如，应当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讲清楚中

国七千多万人成功脱贫的历史功绩与会给其他国家开拓中国市场方面带来什么？ 会给全球供应链带

来什么？ 或者更直接的说，可以给国外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对于中等发达程度以下的国家具

有什么样实践的意义？ 对于“一带一路”上的沿线国家有什么样的实践意义？
第四，注意到“小骂大帮忙”者的存在，不能只谈成就不谈问题，树立立体中国国家形象。 针对西

方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污名化，中国应从保守到主动，必要时刻反守为攻。 同时要注意自己主动给普通

民众打舆论“疫苗”，加强“污名抵抗力”。 这就要求在国际传播时，既要开诚布公地讲成绩，也要从容

不迫地谈问题。 作为一个拥有 １４ 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

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 而应对这些问题所积累的经验正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智慧。
总而言之，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是中国维护、延长和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

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依托。 在此背景下，构建周边命

运共同体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同时，周边又是一个文化多姿多彩、政治

复杂多变、经济参差不齐的地区。 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无疑会面临诸多挑战。 相较于物质

层面的交往合作，人文交流在增进国家间观念认同、提升战略互信水平、夯实国家间交往的民意基础、
促进繁荣与合作的过程中发挥着“软联通”的独特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同有关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的过

程中，由于价值观念、身份定位和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差异短期内难以弥合，往往会产生一系列不必要

的摩擦甚至冲突。 在此过程中，人文交流的同步推进将发挥有益的“润滑剂”作用，在特定情况下可

以有效降低双边政策误解误判、为务实合作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责任编辑： 王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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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ｅｌｆ⁃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ｃ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ｐａｉｎｔｅｒ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ｏ，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Ｖｉｇéｅ Ｌｅ Ｂｒｕｎ'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ｃａｓ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 Ｚｈｕ Ｘｉａｊｕｎ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 ｓｃｒｉｐ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ｒｅ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ｅｓｔａｔｅｄ ａｓ
ｏｎ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ｔｗｏ ｃｈａｉ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ｓ ｏｐｅｒａ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ｒｔ．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ｕｉｌｄ ａ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ｆｉｘ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Ｉｔ ｉ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ｏｎｙｍｉｃ，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ａ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 ｆｒｅｅｈａｎｄ
ｂｒｕｓｈ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ｄｒａｍ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 ｈａｓ ｄｅｅｐｅ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Ｉｓ Ｓｈｅｎｇ ｏｆ Ｓｈｉ”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Ｓｈｉ” ｉｎ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 Ｘｉｅ Ｚｈｉｘｉ
　 　 Ｍａｎ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ｓ Ｓｈｅｎｇ ｏｆ Ｓｈｉ （圣之时）” ｉｎ Ｍｅｎ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Ｗｏｍａｎ ｏｆ Ｓｈｉ （时
女）” ｉｎ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ｍｉ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ｘｅｇ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ｏｒｄｓ “Ｓｈｉ （时）”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ｈｏｗ ｔｏ ｗａ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ａｇｅ ｉｓ ｕｎｌｕｃｋｙ 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 ｉｓ ｎｏｔ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ｅａｃｈ ｕ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ｗｅ ｎｅｅｄ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ｉｄ ｅｘｅｇｅ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ｇｅｔ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ｉｖｅ ｔｏ ｓｅｅｋ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ｔｅｘｔ⁃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ａｎｑｕ
Ｚｈａｏ Ｙｉｓｈａｎ， Ｌｉ Ｔａｏ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ａｎｑｕ （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ｓｏｎｇｓ”散
曲），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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